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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network environment, network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typical of the new media, will-
fully misappropriate the program signals of traditional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The neigh-
boring rights granted to traditional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by China’s Copyright Law cannot 
fully safeguard their legitimate interests. By sorting out related concepts and analyzing the limita-
tions of existing right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currently two problems on the basis of claim right, 
namely, the narrow scope and insufficient type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sugges-
tions were made to improve the rights of broadcast organizers, including expanding the concept of 
object of right, expanding the concept of broadcasting, expanding the rebroadcasting right, adding 
and expanding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propagation right, deleting the audio-visual carrier com-
ponent of the recording right and the reproduction right after recording, etc. On the foregoing ba-
sis, improve the limitations and exceptions to rights to prevent abuse of rights by traditional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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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网络环境下，以网络广播组织为典型的新媒体肆意盗用传统广播组织的节目信号，我国版权法赋予传

统广播组织的邻接权却无法充分维护其正当利益。通过梳理相关概念和分析现有权利的局限性，发现其

请求权基础目前存在范围狭窄和种类不足两方面的问题。综合考量之下，提出了“扩张权利客体的概念、

扩张广播行为的概念、扩张转播权、增设并扩张信息网络传播权、删除录制权和录制后的复制权之音像

载体要件”等完善广播组织者权的建议。在前述基础上，完善权利的限制及例外，防止传统广播组织滥

用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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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正逐步进入网络与大数据时代。在这种环境下，大量网络媒体的出现使得传

播媒介的稀缺性逐渐消失，媒体充裕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作者和传播者，对版权制度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就邻接权制度中的广播组织者权而言，我国版权法赋予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转播权、录制权已经无法充

分保护“信号”，因为新媒体技术对于“信号”的利用方式已经超出了我国版权法规定的“广播行为”、

“转播行为”以及“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所涵射的范围，广播组织者常常面临利益受损但救济不充分甚

至救济不能的困境。大量新型争议和纠纷诉至法院，不仅作为当事人的广播组织者难以依据滞后的法律

胜诉，作为审判者的法官也苦于法律的滞后性带来的适用困难。本研究旨在对网络环境下广播组织者的

邻接权进行探讨，通过梳理相关概念揭示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相应的请求权基础的建议，期望

能够救济权益受损的广播组织者，解决网络媒体充裕带来的新型争议和纠纷。 

2. 相关概念的梳理 

2.1. 网络、有线与无线 

本研究借助“三网融合”中“三网”的概念以及《最高院关于审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二条中“信息网络”的概念，将“网络”分为“电信网络”、“广播

电视网络”和“互联网络”三类。至于“有线”与“无线”，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数据传输的方式”，

即“有线”的数据传输需要设备之间使用“实体线路”连接，“无线”的数据传输则通过“电磁波”实

现。 

2.2. 广播权与广播行为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

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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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这一规定实际上渊源于《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简
称《伯尔尼公约》)第十一条之二第一款。 

由广播权的概念即可得知广播行为对应的三种表现形式。根据历史解释，我国版权法中的广播行为

仅指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的传播行为，而不包括通过电信网络或者互联网络的传播行为；而且广播行为的

“第一关”一定是“无线方式”，之后的广播行为(有线或无线方式均可)须以此为前提，否则不由我国版

权法调整[1] [2]。此外，若以主体和时间为标准，则可以将广播分为“直播”(首发广播组织对节目的实

时广播)、“转播”(其它广播组织的同步直播)和“重播”(广播组织对直播的重复广播)三类。 
在网络环境下，新型广播行为(即“网络广播”)开始兴起。从技术层面看，网络广播可以分为“网络

直播”、“网络转播”、“网络录播”和“网络点播”四种形式。“网络直播”是指“网播组织”直接

将现场节目在网络上进行直播的行为。“网络转播”是指“网播组织”将“广播组织”的“直播”或“其

它网播组织”的“网络直播”在网络上同步直播的行为。“网络录播”是指“网播组织”将“广播组织”

或“其它网播组织”的节目录制品上传、编排后，按照预定的时间在网络上播出的行为。“网络点播”

是指“网播组织”将“广播组织”或“其它网播组织”的节目录制品置于网络上而供用户自主获取的行

为。在前三种情形中，公众只能在线收听收看而不能自主选择节目，播放的时间和地点都有特定安排；

但在第四种情形中，用户可以自主选择收听收看节目的时间或地点，基本不受限制。 

2.3. 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

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这一规定渊源于《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版权条约》(简称《WCT》)第八条，即“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

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

获得这些作品”。 
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表述即可得知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概念。通说认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具有“交

互式”特点，即公众能够主动选择获得作品的时间和地点，例如前述的“网络点播”；如果传播行为不

满足“交互式”特点，如公众只能被动地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或者地点获得作品，例如前述的“网络直播、

网络转播和网络录播”，则不由该权利调整[2]。 
值得一提的是，刘银良老师对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了区分，他认为二者属于基本平行的传

播权，界定它们“应以承载作品的信号在传播介质中保留的时间长短为依据”，即如果是一次性播放(信
号一播而过，无法在介质中长久保留)，就是广播行为；如果能够重复(循环)播放(信号能够长久地存储于

介质中)，则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3]。 

2.4. 广播组织者权 

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下列行为：(一) 
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二) 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录制在音像载体上以及复制音像载体。”据此，

我国广播组织者享有转播权、录制权和录制后的复制权；其中，转播权目前仅调整传统广播组织之间的

转播行为，如果涉及其他主体的转播行为，如“网络转播”，则不能由该项权利调整。 
我国加入的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 协议》)第十四条第三

款规定：“广播组织应享有权利禁止未经其许可而为的下列行为：将其广播以无线方式重播，将其广播

固定，将已固定的内容复制，以及通过同样方式将其电视广播向公众传播。如果某些成员不授予广播组

织上述权利，则应依照伯尔尼公约 1971 年文本，使对有关广播之内容享有版权之人，有可能制止上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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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据此，WTO 成员(国家或区域)的广播组织者享有重播权、录制权、录制后的复制权和转播权。 
与《TRIPs 协议》相比，我国《著作权法》并未规定重播权；立法者可能是基于“重播须经录制”

的考量，而通过录制权“间接”赋予重播权。但是，从《著作权法》的条文表述来看，规避了“音像载

体”(即 CD、DVD、磁带等介质)的行为(如利用手机、摄像机等进行录制，再供人下载或重播)似乎不能

受录制权和录制后的复制权规制；而《TRIPs 协议》的表述则使用“固定”一词，避免了提及“音像载

体”。 

3. 网络环境下广播组织者权的局限性 

此处不考虑广播组织者同时构成著作权人、表演者或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情形。 

3.1. 转播权的局限性 

主要是转播权调整的主体范围过于狭窄的问题。上文已提及，转播权仅能调整传统广播组织之间的

转播行为(即传统的“转播”)，而不包括网络广播组织对传统广播组织的广播、电视的转播行为(即“网

络转播”)。这种限定或许是因为版权法当初在制定时，网络广播尚未出现，因而立法者仅考虑了传统广

播组织之间的转播行为；然而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使得网络盗播行为越来越猖獗(网络广播组织能轻易将传

统广播组织节目的电磁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转播权却无法延伸至互联网络和电信网络，这给广播组织

者带来了巨大损失。即便能够依据合同授权转播，却由于合同的相对性而无法控制第三人侵权[4]。 

3.2. 录制权(间接重播权)和录制后的复制权的局限性 

主要是将这些权利与“音像载体”捆绑而产生的问题。拟将我国广播组织者的录制权、录制后的复

制权(以及通过录制权“间接”保障的重播权)看作一丛“权利束”，依据我国版权法，则可以将“音像载

体”看作该权利束的“束点”；一旦有意或无意地规避了“音像载体”这一“束点”，“束中”的权利

将无法得到保障。 
第一，音像载体本身的固有问题。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音像载体只包括 CD、DVD、磁带等介质，

范围比较狭窄，如果适用法律时严格进行字面解释，将会导致“通过其他存储介质录制广播、电视的行

为(之后还可以在此基础上重播)”与“非有形载体的复制行为”逍遥法外；另一方面，随着新媒体技术的

出现和进步，音像载体中的某些介质正逐渐被淘汰使用，如 DVD、磁带等，如果继续将“音像载体”作

为该“权利束”的构成要件，那么这些权利未来可能将会成为“纸面上的权利”而最终被架空。 
第二，网络广播带来的新型问题。在网络环境下，人们看电视的频率越来越低，还在用收音机听广

播的可能只有老一辈中的少数人，毕竟看电视、听广播的需求在电脑、智能手机等工具上通过网络广播

就可以实现。而在网络广播的四种主要类型中，除了网络直播以外，网络转播、网络录播、网络点播都

有可能涉及对传统广播组织的节目信号的利用。网络广播组织在利用时，未必需要录制到音像载体上(如
手机、摄像机、摄影机都可以进行录制)，也未必需要借助于有形载体进行复制(“上传、下载”就是典型

的在线复制；它与发行不同，版权法意义上的发行必须是有形载体而没有在线发行)，这在网络广播中十

分常见。 
因此，我国版权法将此处的复制行为(录制也是一种复制)限定于有形的“音像载体”之上，规定得未

免过于狭隘，不能全面反映现实，不能调整所有的复制(录制)行为[5]。 

3.3. 小结 

概言之，由于我国版权法加诸广播组织者权的各种限定，这些权利既无法调整网络盗播行为(网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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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网络录播、网络点播都有可能盗取广播信号)，也无法调整网络复制行为(录制、上传、下载都不必非

得借助于有形的音像载体)。广播组织者这样的请求权基础，存在着“范围狭窄”和“种类不足”两方面

的问题。 

4. 完善广播组织者权的建议 

本研究拟采用前述刘银良老师“以承载作品的信号在传播介质中保留的时间长短为依据”对广播行

为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区分[3]，并主张剔除后者的“交互式”要件。据此，“直播”、“转播”、“网

络直播”、“网络转播”属于广播行为，“重播”、“网络录播”和“网络点播”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

为。本部分的建议以此为前提。 

4.1. 扩张权利客体的概念 

通说认为，广播组织者权的客体是节目的“信号”；但我国版权法目前将“信号”限于“电磁信号”

(即电磁波)，而未包括“数字信号”；这也可能是前述广播行为的第一种形式中没有包含“直接以有线方

式的广播”的原因(有线广播通常是以数字信号的形式)。本研究主张将“信号”的概念延及“数字信号”，

没有必要限于“电磁信号”。 
有学者指出，广播组织者权在设立之初，远距离传播技术主要是无线电传播，“电磁信号”也就自

然而然地成为了权利客体；但时至今日，远距离传播技术不再限于无线电传播，若再将“信号”限于“电

磁信号”，则是囿于历史解释却忽略目的解释的做法[6]。 

4.2. 扩张广播行为的概念 

由前文可知，目前版权法上的广播行为限于“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的广播”，内涵上排除了“直接以

有线方式的广播”，外延上也不及于“通过互联网络或电信网络的广播”。在司法实务中，法院尝试以

《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的“兜底条款”控制网络广播行为，但这毕竟只是应对个案的“权

宜之计”，否则将违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7]。 
对此，本研究有两方面的主张：第一，无论以有线方式还是以无线方式，均构成广播；第二，无论

通过广播电视网络还是互联网络或者电信网络，均构成广播。其实，二者本质上都是希望法律对“广播

行为”的界定不要过分依赖技术手段，而应当摆脱技术手段的限制，抽象出“传统广播”与“网络广播”

的共同特征、“有线广播”与“无线广播”的共同特征，以此作为“广播行为”的构成要件。很多学者

持类似观点[1] [2] [4]-[9]。 
网络广播“是传统意义上的广播在网络空间的延伸，两者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只不过是改变了广播

信号的承载和传播形式，它所播送的内容仍然是∙∙∙∙∙∙广播节目”[10]。正如技术中立原则，“一种行为的

法律定性不应当取决于其借以实施的技术手段，而应取决于行为自身的特征与后果”[11]。若用技术手段

界定法律概念，会使法律受制于技术，在技术的发展性面前，法律的滞后性愈发明显和突出，法律适用

也更加困难。此外，如果允许法律跟随技术的发展而频繁地修改，不仅法律的稳定性难以保障，还会使

法律的内容过于冗杂。 
此外，学界不乏有“将广播(权)变更为播放(权)”的主张；其实只要能达到“调整相应的行为、维护

对应的利益”的效果，用什么名称不重要。 

4.3. 扩张转播权 

若依前述扩张广播行为的概念，事实上也就扩张了转播行为的概念，摆脱技术手段的限制，使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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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播行为(无线的或有线的、传统的或网络的)都能够纳入广播组织者转播权的调整范围。这是行为模式

的问题，在此不再赘述。 
扩张转播权还有行为主体(权利主体)的问题。我国版权法上的转播权仅调整传统广播组织之间的转播

行为，而传统广播组织与网络广播组织之间的转播行为、以及网络广播组织之间的转播行为则不受规制。

本研究认为，应当将“网络广播组织对传统广播组织的广播、电视节目的转播行为”纳入转播权的调整

范围。 
原因在于，版权法设立“广播组织者权”是为了保护传统广播组织，以制止第三方对其节目信号的

盗用(当初立法时，网络广播组织尚未出现，第三方便仅指传统广播组织；但在网络环境下，非传统广播

组织的第三方已经大量涌现)，故有必要与时俱进，把对广播组织者权的保护从广播电视网络延及互联网

络和电信网络[2]。否则，固然有利于第三方的无偿使用和用户的免费收听收看，却牺牲了传统广播组织

的许多正当利益，极大地削弱了传统广播组织的积极性，这种做法无异于竭泽而渔[6]。 
但此时还会面临一个问题，即我国《著作权法》是否有必要给予网络广播组织邻接权人的地位？考

虑到“邻接权”又称“传播者权”，邻接权是作品传播者的权利，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此外，网络环境

下还出现了许多新型传播者，从法理上考量，自然也应该纳入“邻接者”的范畴，只是时间的问题。不

过，立法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不可操之过急。 

4.4. 增设并扩张信息网络传播权 

4.4.1. 增设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我国版权法中，除了版式设计者比较特殊，著作权人、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均享有信息网络

传播权，广播组织者却被排除在外；就该权利而言，没有理由区别对待“同样对文化传播有贡献的广播

组织者”与“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6]。前文提到“信息网络”包括“三网”，即“广播电视网络、

互联网络和电信网络”，毫无疑问，互联网络的传播能力远胜于广播电视网络；同时，网络侵权的主体

呈现个体化、普遍化趋势，给广播组织者的权益保护带来了更大的困难[5]。如果不赋予广播组织者信息

网络传播权，其正当利益中的大部分都将通过信息网络流失(网络广播组织利用传统广播组织的节目信号，

分流用户、掠夺市场，却无需支付报酬[4])，合作与竞争都应以诚实信用和利益的公平分配为基础[12]。
另外，仅靠扩张转播权并不能囊括网络广播的所有情形[12]。在综合考量之下，本研究主张增设广播组织

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回应网络时代对法律之包容性的呼唤。 

4.4.2. 扩张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第一点的基础上，本研究主张剔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交互式”要件，即无论公众能否在自己选

定的时间或地点获得广播、电视，只要该广播、电视的节目信号能够持久地存储于介质(能供广播组织者

向公众重复播放)即可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如果满足“交互式”特点才能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就会使某些(也不构成广播的)非交互式传播行

为陷入“两不管”的境地。况且“信息网络传播”顾名思义，即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交互式”特点

纯属立法者臆加[1]。很多学者倡导，应向《WCT》第八条“向公众传播权”的规定完全看齐，因为它将

“交互式”和“非交互式”的传播行为均纳入了规制范围，而我国在根据它制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时，只

纳入了“交互式”的部分[8] [13] [14]。 
另外，也有一些学者主张明确增设广播组织者的重播权[4] [9]。这未尝不可，但如果已经增设了信息

网络传播权，则不宜再设重播权，否则某些行为将难以区分(例如网络录播、网络点播，既可以是网络重

播行为，又可以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著作权虽有“鬼学”之称，但也不必事无巨细，否则会增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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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维权的难度，反而有于侵权人诡辩[15]。有趣的是，在本研究的框架下，增设重播权和增设信息网络传

播权达到的法律效果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二者调整的行为模式是完全重合的，即“(传统)重播、网络录播、

网络点播”。 

4.5. 删除录制权和录制后的复制权之音像载体要件 

如前文所述，“音像载体”是妨碍录制权和录制后的复制权这两项权利正常行使的原因。如果不考

虑“音像载体”的问题而改用《TRIPs 协议》中的“固定”表述(即“将广播固定，将已固定的内容复制”)，
则可以涵盖网络广播组织的复制(录制)行为；因为广播、电视的信号经过数字化转换之后能够持久地固定

在存储介质或网络服务器上，便可构成版权法上的复制[14]。这样，或许更有利于保障广播组织者的权益。 

4.6. 完善权利的限制及例外 

完善广播组织者邻接权的请求权基础，是基于顺应网络环境、尊重劳动成果、维护正当利益等必要

性考量。但在保障私权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公众信息获取、公有领域保留等社会公共利益，因而我国版

权法对“广播、电视”适用“作品”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4] [5] [8] [12]。但广播、电视的法定许

可仍需完善，因为广播组织者的权利延及整个信息网络之后，就有可能滥用权利而阻碍网络广播组织使

用其广播、电视，不利于新媒体的发展；因此，宜规定广播组织与新媒体之间的法定许可制度，强令广

播组织为网络广播提供接入服务[12]。 

5. 结论 

在我国当前的网络环境下，广播组织者权的相关法律规定亟待改善。就权利客体而言，不仅应包括

“电磁信号”，还应包括“数字信号”。厘清各种传播行为的概念是构建合理的权利体系的前提，本研

究主张以“承载作品的信号在传播介质中保留的时间长短”作为区分“广播行为”和“信息网络传播行

为”的依据，前者的信号“一播而过”(包括直播、转播、网络直播、网络转播)，后者的信号则“长久存

储”(包括重播、网络录播、网络点播)；这种区分方式建立在“避免对‘广播行为’进行‘以有线方式或

无线方式’或者‘通过广播电视网络、互联网络或电信网络’的区分”和“避免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进行‘交互式’或者‘非交互式’的区分”的“技术中立”基础之上。在前述框架之下，一方面，可以

扩张广播组织者的转播权，将“转播行为”从“传统广播组织之间对广播、电视的转播”扩张到“网络

广播组织对传统广播组织的广播、电视的转播”；另一方面，可以增设并且扩张广播组织者的信息网络

传播权，将“交互式”和“非交互式”的传播行为都纳入规制范围。此外，对于“录制权”和“录制后

的复制权”，宜删除其中的“音像载体”要件，改为“将播放的广播、电视固定，将已固定的内容复制”，

避免因载体问题造成权利无法行使。 
当然，从法理上考量，以“网络广播组织”为代表的“新媒体”也应构成我国版权法上的“作品传

播者”，但短期之内使它们成为“邻接权人”并不现实。在“新媒体”正式获得版权法的保护之前，为

了留给它们生存空间、防止传统广播组织滥用权利垄断市场，宜规定“法定许可”制度，使“新媒体(网
络广播组织)”使用“传统广播组织的广播、电视”时可以不经过“传统广播组织”的许可，但应当支付

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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